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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政府治理能力是构建西部地区现代化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形成新格局,有必要对

西部地区政府治理能力的时空演变进行科学研究。从涵盖政府治理能力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5大方面,构
建包含14个二级指标、46个三级指标的西部地区政府治理能力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对西部地区12个省份

2010—2019年的政府治理能力进行测度,依据测度结果考察其时空演变特征。研究发现:西部地区各省份的政府治

理能力发展水平在2010—2011年大幅提升,2012—2015年呈现小幅波动,2016—2019年基本保持平稳提升,且在

2017年进入显著提升周期;西部地区整体政府治理能力发展水平呈现持续提升趋势,在2013年有小幅降低,2015年

起提升显著,整体发展水平较快;10年间5大治理维度的能力水平均有不同程度提升和改善;西部地区政府治理能

力发展水平基本呈现“西南高、西北低”的空间格局分布,但省际差距逐年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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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部地区是中国重要的国家战略回旋地带和

经济潜力释放空间,同时也是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关

键决定性区域,在中国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

推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

位[1]。尽管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呈现持续向好发展趋

势,成渝经济圈、“一带一路”西部经济带、内蒙古向

北开放桥头堡等区域建设也稳步推进,但是西部地

区社会现实因素成分复杂,相较于东部地区,西部

经济社会发展仍显落后[2],尤其是区域发展不平衡、
总体发展不充分的问题尤为突出[3],成为国家构建

新发展格局和现代化治理体系的薄弱环节。2020
年5月,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作为国家的重

大决策部署被提出,成为新时代实现西部地区高质

量发展的治理之策。然而,中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

略已逾20年,虽然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显著

成就,但是发展相对落后的局面尚未发生根本性转

变[4]。当然,西部地区各级政府作为统揽治理经济

社会事务的重要综合管理机构,其治理能力水平是

实现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此,在国

家推进西部地区融入新发展格局之际,构建一套科

学有效的政府治理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并进行客观

评价,有助于规范和引导西北地区政府治理工作,

促使西部地区政府治理能力发展水平新一轮提升。

1 文献回顾
西部地区是国家战略布局的重点区域,在国家

构建新发展格局背景下,西部地区面临的治理问题

是制约国家现代化治理体系建设和西部大开发战

略发展形成新格局的关键瓶颈。各级政府是区域

内推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领域治理能

力现代化的综合管理机构和组织者,高水平的政府

治理能力事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和“有为政

府”的建设。对政府治理能力改善的研究由来已

久[5]。随着国家治理重心向基层转移,政府治理能

力一度被认为是对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起到

决定性作用的因素[6],尤其在经济发展领域,提升政

府治理能力可以显著促进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7]。
通过梳理现有研究发现,当前学术界对政府治理能

力的内涵特征[8]、价值意义[9]和实践路径[10-11]进行

了有益探究,客观上对研究西部地区政府治理能力

现代化具有重要启迪意义。早期对政府治理的体

系构建、数字化转型、治理模式等方面的定性研究

较多[12-14]。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关注政府治理能

力的量化研究,通过构建衡量政府治理现代化指标

体系对政府治理能力进行综合评价[15]。此外,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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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量研究聚焦于社会治理[16]、经济治理[17]、生态治

理[18]等政府治理体系下的某一维度。然而,当前研

究仍存在以下不足:①多数研究仅关注到政府治理

体系下的单一治理维度,未能全面体现政府治理能

力的完整内涵及体系;②现有研究对政府治理能力

水平的空间区域发展动态性研究考虑不足,急需从

历史发展视角探索政府治理能力的空间发展特征。
政府治理能力是实现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
其发展水平不仅受时间推进的影响会发生能力水平

或高或低、或改善或恶化的历史变化,而且政府治理

能力作为一种能动的组织行为和实践行为,其能力水

平还会因地理空间、区位条件、经济发展和当地历史

习俗等的差异,而产生政府治理能力发展水平在区域

之间和空间分布上治理活动的区域空间性变化。因

此,本文借助地理学的空间分析和空间统计方法对政

府治理能力演变特征进行分析[19-20],尝试探讨西部地

区政府治理能力发展水平的时空变化,据此判断西部

地区政府治理偏好和能力水平现状。从涉及建设省

级政府治理现代化体系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
态5大领域着手,借鉴已有研究中关于政府治理能力

评价的合理内容[21-22],构建西部地区政府治理能力评

价的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对中国西部地区12个省

份2010—2019年的政府治理能力进行测度,在此基

础上,分析其时空演变。

2 西部地区政府治理能力指标体系构建
政府治理能力是政府统筹运用各项资源对社

会事务进行综合管理的能力,资源流动和利益分配

大致可以围绕国家“五位一体”的社会总体布局领

域实现。因此,借鉴已有研究中关于政府治理能力

评价指标体系的合理内容[21],划分5大核心维度

46个具体指标的西部地区政府治理能力评价指标

体系,各维度具有如下的含义。
(1)政治治理能力。政治稳定是政府治理能力持

续提升的重要保障。把政治治理能力摆在衡量政府

治理能力的首要位置,提高政治治理能力目的是实现

政治稳定,为提升政府治理能力提供民主法治的政治

环境和安全保障的社会基础。具体地,选取公共安全

和法制建设两个指标来衡量政治治理能力,其中,选
取财政用于公共安全支出增长率、交通及火灾事故死

亡人数等指标来衡量公共安全;选取人民调解委员会

数量、专职司法助理员人数等指标来衡量法制建设。
(2)经济治理能力。经济发展是政府治理能力

持续提升的首要表现。政府经济治理能力是考量

政府治理水平的首要标准,高水平的政府经济治理

能力主要体现在经济发展、经济效益和人民生活

3个方面。经济发展增量可以直接反映政府治理能

力水平,选取GDP增长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外
贸依存度和地方财政税收收入等指标可以在很大

程度上衡量经济发展;经济效益是激发政府治理效

能的关键,选取人均GDP、工业产品质量合格率和

万元地区生产总值能耗降低率等指标来衡量经济

效益;改善人民生活是政府治理能力提升的根本目

的,选取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和农村居民家

庭恩格尔系数等指标来衡量人民生活。
(3)社会治理能力。社会进步是政府治理能力

持续提升的最终目的。社会保障覆盖广阔、社会参

与程度高涨、社会公平感知强烈和医疗卫生条件优

越是政府社会治理能力提高的重要体现。其中,社
会保障主要体现在医疗救助支出增长率、社会救助

力度和城镇登记失业率等指标方面;社会参与主要

用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增长率、社会组织单位数量衡

量;社会公平主要用城乡居民收入比、农村贫困率

来衡量;医疗卫生用人均医疗卫生支出、每千人拥

有医生数等指标来衡量。
(4)文化治理能力。文化繁荣是政府治理能力

持续提升的重要内容。文化繁荣发展不仅能展现

一个国家或地区政府治理的软实力,也代表着政府

治理能力的水平。政府对文化领域的治理主要在

公共文化、科教发展等方面来体现;其中,人均拥有

公共图书馆藏量、博物馆参观人次等指标可以衡量

公共文化发展状况,而教育发展则用财政用于教育

支出增长率、中小学生师比例等指标衡量,科技发

展用财政用于科学技术支出增长率、专利申请受理

量增长率等指标来衡量。
(5)生态治理能力。生态良好是政府治理能力

持续提升的必然要求。将生态环境绿色发展理念

贯穿政府治理过程的始终,推进政府生态治理能力

转化为持续改善生态环境的动力,建设人与自然和

谐共处的绿色宜居环境,环境治理和生态建设是提

升政府生态治理能力的普遍要求。环境治理主要

用大气二氧化硫浓度降低率、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

处理率等指标衡量,生态建设用财政用于环境保护

支出增长率、城市人均公共绿地面积等指标来衡量。
基于科学性、全面性、可行性、普适性等原则,

构建中国西部地区政府治理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涵
盖政治治理能力、经济治理能力、社会治理能力、文
化治理能力、生态治理能力5个维度和46个具体评

价指标。具体指标体系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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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中国西部地区政府治理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单位 衡量方式 指标属性

政治治理
能力A

公共安全

A1

法制建设

A2

财政用于公共安全支出增长率A11 %
(本年度财政用于公共安全支出-上一年度财政用于公
共安全支出)/上一年度财政用于公共安全支出

正向

亿元GDP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A12 人 地区生产安全事故死亡总人数/地区亿元GDP 负向

交通及火灾事故死亡人数A13 人 年度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年度火灾事故死亡人数 负向

人民调解委员会数量A21 个 本年度人民调解委员会总个数 正向

专职司法助理员人数A22 人 本年度专职司法助理员总人数 正向

公安机关立案的刑事案件数量A23 起 本年度公安机关立案的刑事案件总数量 负向

经济治理
能力B

经济发展

B1

经济效益

B2

人民生活

B3

GDP增长率B11 %
(本年度地区GDP-上一年度地区GDP)/上一年度地
区GDP

正向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B12 %
(本年度固定资产投资额-上一年度固定资产投资
额)/上一年度固定资产投资额

正向

外贸依存度B13 % 地区进出口总额/地区生产总值 正向

地方财政税收收入B14 万元 地方的所有税收年度收入 正向

人均GDPB21 元 地区GDP/年平均常住人口 正向

第三产业GDP占总GDP比B22 % 地区第三产业产值/地区GDP 正向

工业产品质量合格率B23 % 工业产品质量合格数占比 正向

万元地区生产总值能耗降低率B24 % 1-(本年度能源消费总量/本年度GDP)/(上一年度能
源消费总量/上一年度地区GDP

正向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B31 元 全体居民能够自由支配的收入 正向

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B32 % 城镇人口食品支出总额/城镇个人消费支出总额 负向

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B33 % 农村人口食品支出总额/农村个人消费支出总额 负向

居民人均消费支出B34 元 居民用于满足家庭日常生活消费需要的全部支出 正向

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B35 % 价格水平随着时间变动的相对数 正向

社会治理
能力C

社会保障

C1

社会参与

C2

社会公平

C3

医疗卫生

C4

财政用于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率C11 %
(本年度财政用于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上一年度财
政用于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上一年度财政用于社会
保障和就业支出

正向

医疗救助支出增长率C12 %
(本年度门诊和住院医疗救助资金数-上一年度门诊
和住院医疗救助资金数)/上一年度门诊和住院医疗救
助资金数

正向

社会救助力度C13 % 年度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年平均常住人口 正向

城镇登记失业率C14 % 年度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占比 负向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增长率C21 %
(本年度财政用于一般公共服务支出-上一年度财政
用于一般公共服务支出)/上一年度财政用于一般公共
服务支出

正向

社会组织单位数量C22 个 年度辖区社会组织单位总数量 正向

城乡居民收入比C31 %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 负向

农村贫困率C32 % 农村贫困人口/农村总人口 负向

人均医疗卫生支出C41 元/人 医疗卫生总支出/年末常住人口 正向

每千人拥有医院、卫生院病床数C42 张
(医院病床数+乡镇卫生院病床数数)/年末常住人口

×1000
正向

每千人拥有医生数C43 人 (执业医师数+执业助理医师数)/年末常住人口数×1000 正向

每万人拥有医院、卫生院数量C44 个 (医院数+乡镇卫生院数)/年末常住人口×10000 正向

文化治理
能力D

公共文化

D1

教育发展

D2

科技发展

D3

人均拥有公共图书馆藏量D11 册 年度平均每人拥有公共图书馆藏数量 正向

博物馆参观人次D12 万人次 年度参观博物馆人次总数 正向

电视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D13 % 年度电视节目综合人口覆盖比率 正向

财政支教力度D21 % 教育支出/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总支出 正向

中小学生师比例(教师=1)D22 %
(普通小学在校学生数+初中在校学生数+普通高中
在校学生数)/(普通小学专任教师数+初中专任教师
数+普通高中专任教师数)

负向

每万人口高等教育学校平均在校生数D23 人 高等教育学校在校学生数/年末常住人口×10000 正向

财政用于科学技术支出增长率D31 %
(本年度财政用于科学技术支出-上一年度财政用于
科学技术支出)/上一年度财政用于科学技术支出

正向

专利申请受理量增长率D32 %
(本年度专利申请受理量-上一年度专利申请受理
量)/上一年度专利申请受理量

正向

R&D经费投入强度D33 %
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强度(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
计公报) 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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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单位 衡量方式 指标属性

生态治理

能力E

环境治理

E1

生态建设

E2

大气二氧化硫浓度降低率E11 %
(上一年度城市大气二氧化硫浓度-本年度城市大气二

氧化硫浓度)/上一年度城市大气二氧化硫浓度
正向

城市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E12 % 全年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的天数/全年总天数 正向

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E13 % 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量/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 正向

财政用于环境保护支出增长率E21 %
(本年度财政用于环境保护支出-上一年度财政用于环

境保护支出)/上一年度财政用于环境保护支出
正向

城市人均公共绿地面积E22 m2/人 城市公共绿地总面积/城区总人口 正向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E23 % 绿化覆盖面积/城市建成区面积 正向

3 数据来源与评价方法
3.1 数据来源

为保证使用数据的可得、准确、完整等特征,选
取2010—2019年中国西部地区的12个省份的指标

体系统计数据。数据主要来源于相关研究年份的

《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摘要》、国家统计局国家

数据库、相关国家部委网站公布数据、历年的各省

份统计年鉴、各省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以及各省份环境质量状况公报等。此外,少部分数

据来源还包括当前研究时间段内各省份相关政府

部门新闻发布会的统计数据和各省份人大常委会、
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其中,万元地

区生产总值能耗降低率指标缺失西藏自治区

2010—2019年的能源消费总量,为确保评价指标数

据完整性,使用西藏自治区2010—2019年的年度电

力消费量替代能源消费总量。
3.2 评价方法

运用熵值法对表1中的各级指标进行测度。具

体评价步骤如下。
(1)指标无量纲化处理。由于评价指标原始数

据的统计衡量运算方式不同,致使评价指标数量级

别、单位量纲不一致,不能直接进行计算。依据指

标属性的不同,选用不同的计算公式对量化数据进

行无量纲归一化处理,处理公式为

正向指标:

Z'ij=Zij+α= Xij-minXj

maxXj-minXj
+0.0001 (1)

  逆向指标:

Z'ij=Zij+α= maxXj-Xij

maxXj-minXj
+0.0001 (2)

式中:Xij 为第i(i=1,2,…,m)个评价对象处在第

j(j=1,2,…,n)项评价指标中的数值;Xj为在第j
项评价指标下全部评价对象的所有指标数据;
minXj、maxXj 分别为在全部Xj 指标数据中的最小

值和最大值;Zij 为标准数据;α为平移值;Z'ij 为经

平移之后的无量纲化标准数据。由于采用极差标

准化处理原始数据会出现零和负值的结果,为了使

无量纲化后的标准数据在后续的处理运算中有意

义,需要对无量纲化处理公式进行改进变通,即对

标准数据Zij 进行整体平移Z'ij=Zij+α,为了保证

原始数据之间内含数据信息不改变,平移值α的大

小需要无限接近minXij,取α=0.0001。
(2)计算第i个评价对象的第j项评价指标经

平移之后的无量纲化标准数据Z'ij的指标占比Yij。

Yij = Z'ij

∑
m

i=1
Z'ij

(3)

式中:从时间维度测算每个省份在2010—2019年

的政府治理能力发展水平时,i=1,2,…,10,即

研究周期为从2010—2019年的10个年份,j=1,
2,…,46,即三级评价指标46个;从空间维度考察

西部地区12省份2010—2019年的政府治理能力

发展水平时,i=1,2,…,12,j=1,2,…,46,即

12个省份在同一年份中运用46个三级评价指标

测算出的不同政府治理能力发展水平的分布

情况。
(3)计算第j项评价指标的熵值Sj。

Sj =-K∑
m

i=1
YijlnYij (4)

式中:K = 1
lnm
,且0≤Sj≤1。

(4)计算第j项评价指标的差异系数Pj。
Pj =1-Sj (5)

  (5)计算第j项评价指标权重Wj。

Wj = Pj

∑
n

j=1
Pj

(6)

  (6)计算西部各省份政府治理能力综合指数

Ui。

Ui =∑
n

j=1
Z'ijWj (7)

  根据表1中指标评价体系的衡量,运用式(1)~
式(7),从时空差异演变的二维角度分别对西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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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12个省份2010—2019年的政府治理能力发展水

平进行测算。具体地,从时间维度测算每个省份在

2010—2019年的政府治理能力发展水平时,测算对

象m =10,即研究周期为从2010—2019年的

10个年份,评价指标n=46,即三级评价指标

46个,进而总体计算出西部地区在2010—2019年

整体的政府治理能力发展水平,以及5大分维度

的治理水平状况。从空间维度考察西部地区12
省份2010—2019年的政府治理能力发展水平时,
测算对象m=12,评价指标n=46,即12个省份

在同一年份中运用46个三级评价指标测算出的

不同政府治理能力发展水平的分布情况。最终得

到在时间和空间上西部地区12个省份的政府治

理能力发展水平综合指数Ui。Ui越大,该省份的政

府治理能力水平越高;Ui越小,则该省份的政府治

理能力水平越低。

4 结果分析
4.1 西部地区政府治理能力时间演变

4.1.1 西部地区12省份政府治理能力发展水平的

时间演变特征

从时序演变总体考察西部地区10年间的政府

治理能力水平发展状况,根据前述评价指标体系和

评价方法,对西部地区各省份10年的政府治理能力

发展水平进行测算,结果见表2。西部地区12省份

的政府治理能力水平在2010—2019年呈现总体持

续平稳上升态势,且在2011年、2015年、2017年出

现3次大幅提升现象。具体是:2010—2011年政府

治理 能 力 发 展 水 平 大 幅 上 升,平 均 增 幅 高 达

32.6%,2012—2015年呈现小幅波动,但总体上加

速提升,2016—2019年基本平稳提升,并呈现分阶

段增长态势。西部地区12省份的政府治理能力发

展水平时序演变趋势基本与国家提出“十二五”规
划的发展建议和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及建设国家现

代化治理体系和能力的建设目标相对应。
西部地区12省份政府治理能力发展水平中除

宁夏在2010—2011年出现下降外,其余11省份显

著提升。内蒙古、贵州、甘肃3省政府治理能力发展

水平10年间保持持续快速提升,尤其是甘肃省政府

治理能力发展水平在10年间提升态势较为强劲,从
2010年的0.2279持续提升至2019年的0.7073;
广西、重庆政府治理能力2012年、2013年逐年小幅

降低,并在2014年快速提升之后保持逐年提升态

势;四川、云南省政府治理能力发展水平前4年保持

平稳快速提升,在2014年出现降低,自2015年开始

逐年提升,并在2017年进入显著提升周期,总体看

四川省政府治理能力发展水平在10年间有大幅提

升;西藏政府治理能力前3年大幅度提升,在2013
年出现轻微降低,从2014年起发展态势较好,但
2016年又小幅回落,之后逐年提升;陕西政府治理

能力发展水平除在2014年、2016年出现短暂降低

外,10年间基本保持平稳提升,并且在2017年提升

速度加快;青海政府治理能力在2010—2015年基本

保持快速提升状态,2016—2019年提升速度缓慢,
呈现逐年平稳小幅提升;宁夏政府治理能力发展水

平2010—2012年下降,之后逐年提升,在2018年小

幅回落后提升速度缓慢;新疆政府治理能力发展水

平2010—2012年逐年提升,在2013年小幅回落,自
2014年提升速度加快,进入显著发展周期,但2017年

又降低,之后逐年平稳提升。
4.1.2 西部地区整体政府治理能力及分维度治理

能力发展水平时间演变特征

为了总体考察2010—2019年的西部地区政府

治理能力发展水平及政府治理能力体系中5大治理

维度发展状况,测算出10年间西部地区政府治理能

力发展水平整体状况指数以及分维度治理能力发

展水平指数,如表3和图1所示。数据表明,西部地

表2 2010—2019年西部地区12省份政府治理能力发展水平变化情况

年份 内蒙古 广西 重庆 四川 贵州 云南 西藏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2010 0.3429 0.3080 0.3101 0.2366 0.2712 0.2225 0.1956 0.2745 0.2279 0.3104 0.3261 0.3369
2011 0.4264 0.3752 0.4317 0.3458 0.4040 0.3261 0.3148 0.3658 0.3275 0.3419 0.3081 0.4104
2012 0.4303 0.3658 0.4054 0.3925 0.4126 0.4056 0.4041 0.4086 0.3502 0.3608 0.2593 0.4173
2013 0.4351 0.3596 0.3490 0.4820 0.4315 0.4670 0.3947 0.4649 0.3855 0.3389 0.3264 0.4164
2014 0.4695 0.4161 0.3849 0.4399 0.4621 0.3991 0.4844 0.4225 0.4119 0.4065 0.3860 0.4621
2015 0.5236 0.4391 0.4845 0.4748 0.4870 0.4800 0.5506 0.5568 0.5592 0.4959 0.4373 0.4941
2016 0.5299 0.4944 0.5071 0.5004 0.5127 0.5403 0.5101 0.5130 0.6023 0.5250 0.5243 0.5646
2017 0.5946 0.5797 0.5494 0.5983 0.5468 0.6456 0.5684 0.6246 0.6142 0.5410 0.6638 0.5505
2018 0.6232 0.5918 0.6033 0.6680 0.6164 0.6622 0.6149 0.6394 0.6931 0.5875 0.6419 0.5534
2019 0.6683 0.6811 0.6439 0.7343 0.7033 0.6941 0.6759 0.6973 0.7073 0.6264 0.6455 0.5590
均值 0.5044 0.4611 0.4669 0.4872 0.4848 0.4843 0.4714 0.4967 0.4879 0.4534 0.4519 0.4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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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2010—2019年西部地区政府治理能力整体发展

水平及分维度指数

年份
政治治

理能力

经济治

理能力

社会治

理能力

文化治

理能力

生态治

理能力

政府治

理能力

整体水平

2010 0.0489 0.0995 0.0423 0.0248 0.0259 0.2414
2011 0.0538 0.1106 0.1091 0.0566 0.0281 0.3583
2012 0.0606 0.1119 0.0819 0.1025 0.0461 0.4030
2013 0.0652 0.1331 0.0903 0.0810 0.0264 0.3960
2014 0.0598 0.1537 0.1121 0.0738 0.0529 0.4523
2015 0.0656 0.1645 0.1439 0.1044 0.0680 0.5465
2016 0.0675 0.1758 0.1599 0.1076 0.0561 0.5668
2017 0.0702 0.1912 0.1664 0.1301 0.0729 0.6308
2018 0.0549 0.2098 0.1739 0.1154 0.0829 0.6369
2019 0.0555 0.2298 0.1852 0.1201 0.0915 0.6820
均值 0.0602 0.1580 0.1265 0.0916 0.0551 0.4914

图1 2010—2019年西部地区政府治理能力分维度治理

发展水平年度变化趋势

区政府治理能力整体发展水平虽然在2013年有小

幅降低,但总体来看,西部地区政府治理能力具有

潜在的持续提升改善趋势,除在2013年有小幅回落

外,整体发展水平较好,水平指数由2010年的

0.2414逐年提升至2019年的0.6820,年均增速为

13.03%。
(1)政治治理能力发展水平。从图1可以看出,

西部地区整体的政治治理能力综合指数得分在前4
年保持平稳提升,2014年小幅降低,自2015年保持

平稳增长状态,但在2018年出现大幅降低,之后逐

年提升。分析政治治理能力下的三级评价指标得

分发现,2010—2017年法制建设得分总体呈现增长

态势,这反映出西部地区在构建法治社会和推进法

制建设方面的治理能力明显提升,尤其是在营造民

主和法治的政治环境推动下,西部地区对法制建设

和民主政治的治理能力持续改善,并且保持在相对

较高的法治水平上,而公共安全得分在2014年、
2018年、2019年出现明显降低,直接导致2014年西

部地区整体的政治治理能力出现小幅降低以及从

2018年起西部地区整体的政治治理能力综合指数

得分开始下降,显然当前西部地区在社会公共安全

方面的治理能力仍然相对软弱,这也符合公众长期

以来对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公共安全现实状况

的直观感知。因此,切实提升西部地区对社会公共

安全方面的治理能力刻不容缓。
(2)经济治理能力发展水平。在西部地区政府

治理能力体系中,经济治理能力在10年间的综合评

价指数得分始终位居能力体系首位,说明在西部地

区整体的政府治理能力中最强的是对经济发展方

面的治理。在当前国家经济社会转型背景下,经济

治理能力逐渐被重视,增强对经济发展方面的治理

是西部地区各级政府的必然选择。西部地区经济

治理能力下的3项评价指标,即经济发展、经济效益

和人民生活在10年间均有很大提升,尤其是

2015年的经济效益、2018年的人民生活2项评价指

标得分大幅提高。经济治理能力与政府治理能力

整体发展水平的变化基本保持一致,总体上呈现逐

年平稳提升趋势。党的十九大以来各级政府为适

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提升经济治理能力是政府加紧

对经济领域改革的优先考虑。随着社会矛盾发生

转变,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强烈需求和多元需求迫使

各级政府必须加快提升对民生方面的治理能力,同
时,民生工作的长期保障和持久改善也给各级政府

带来了新的挑战。西部地区是中国相对落后和贫

困的区域,稳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扎实推进经济

建设对西部地区经济治理能力发展意义重大。
(3)社会治理能力发展水平。西部地区的社会

治理能力水平不断提高,发展水平指数从2010年的

0.0423提升至2019年的0.1852,10年间的年均

增长指数为0.1265,仅次于经济治理能力的发展水

平指数,并且在2011年和2015年进入快速上升发

展周期。究其原因,2011年作为“十二五”规划之

始,西部地区各省份加大对社会的治理力度,尤其

是社会参与度不断提高、社会公平感不断增强、医
疗卫生事业不断发展,促使当年的西部地区社会治

理能力整体显著提高。但2012年出现大幅回落,原
因是社会保障指数得分降低,直接导致2012年社会

治理能力发展水平大幅回落。此外,有可能是经过

“十二五”规划期间的有效治理,西部地区12省份的

社会系统逐渐发育成熟,社会力量不断壮大,同时

社会保障工作扎实推进、民生水平不断提高,
2015年西部地区社会治理能力呈现再一次显著改

善局面。2010—2019年,西部地区12省份城镇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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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失业率逐年降低、社会组织单位数不断增长、人
均医疗卫生支出逐年增加、每千人拥有医生数不断

增加等,表明西部地区在社会保障、社会参与、社会

公平、医疗卫生4方面的治理能力明显提高,整体的

社会治理能力发展保持在较高水平。党的十八大

以后,随着国家治理重心逐渐下沉至基层,社会治

理能力逐渐占据各级政府现代化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的主要地位。
(4)文化治理能力发展水平。西部地区的文化治

理能力发展水平指数虽有波动,但整体呈现增长趋

势,除在2013年、2014年、2018年出现短暂降低外,
10年间保持持续增长态势。文化治理能力发展水平

指数从2010年的0.0248提升至2019年的0.1201,
其中2010—2012年大幅提升,主要原因是2012年公

共文化和教育发展两项指标综合指数得分增幅显著。
此外,2018年的教育发展和科技发展均出现降低现

象,降幅分别为9.09%和48.50%。2010—2019年,
西部地区公共文化发展水平指数大幅增长,公共文化

发展成为提升西部地区文化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影响西部地区政府治理能力发展水平整体提升

的关键变量;教育发展和科技发展速度缓慢,科技发

展甚至出现较大波动,相比较其他领域的治理,对教

育和科技的治理投入周期长、成效慢,尤其在基础教

育薄弱、人才相对匮乏的西部地区,容易忽视对教育

和科技等方面治理能力的培育与提升。
(5)生态治理能力发展水平。西部地区的生态

治理能力发展水平持续提升,综合指数仅在2013年

和2016年出现降低外,总体上呈现增长趋势,从
2010年的0.0259增长至2019年的0.0915。其

中,2016年西部地区生态治理出现恶化主要原因

是:西部地区多数省份财政用于环境保护支出增长

率出现负增长,仅有贵州和云南是正增长,增长率

分别为31.71%和11.97%;此外,建成区绿化覆盖

率降低也是导致西部地区生态治理能力发展水平

降低的另一重要因素,尤其是西藏近年来加快城镇

化建设,城市建筑面积剧增,加之高原生态环境脆

弱,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从2015年的42.60%降至

2016年的32.60%。值得注意的是,在2016年出现

下降后,自2017年起西部地区生态治理能力发展态

势大幅增强,其原因可能是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

提出“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西部地区

作为国家构建生态环境现代化建设新格局的关键

区域,对生态环境的治理极度重视,生态环境状况

持续向好。2010—2019年,西部地区的生态治理能

力发展水平总体上呈现提升趋势,相较于其他治理

维度,作为党的十八大后受到极大重视的生态治理

能力在西部地区政府治理能力体系中仍显薄弱。
未来西部地区应该把加强和提升政府生态治理能

力作为各省份各级政府的工作重点。
当前,在衡量西部地区政府治理能力整体发展

水平的一级评价指标中,得分最高的是经济治理能

力和社会治理能力,其次是文化治理能力,最后是

政治治理能力和生态治理能力。西部地区整体的

政府治理能力发展水平从2010—2019年逐年提升,
整体提升趋势明显,发展态势良好。对比2010—
2019年西部地区整体的政府治理能力体系中的政

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5大治理维度的能力发展

水平变化,可以看出西部地区的5大治理维度发展

水平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除政治治理能力发展水

平指数出现较大波动且提升缓慢外,其他4个治理

维度在10年间均有较大幅度的平稳提升。
4.2 西部地区政府治理能力空间演化

4.2.1 西部地区12个省份政府治理能力的空间分

布演化

1)2010年西部地区12个省份政府治理能力的

空间分布演化

从空间格局演化考察西部地区12个省份的政

府治理能力水平发展状况,根据前述评价方法和测

算步骤,对西部地区12个省份逐年的政府治理能力

发展水平进行测算,结果见表4。可以看出,在
2010年西部地区12个省份间的政府治理能力发展

水平存在显著差异,梯度差距较大,发展水平由高

到低排名依次为:新疆(0.5594)、陕西(0.5177)、
重庆(0.5099)、四川(0.4921)、内蒙古(0.4648)、
宁夏(0.4586)、青海(0.3988)、广西(0.3627)、甘
肃(0.3625)、贵州(0.3425)、云南(0.3398)、西藏

(0.3352),12个省份的政府治理能力发展水平省

际差异大,呈现出明显的空间格局分层状态。
2010年西部地区12个省份的政府治理能力发

展水平指数均值为0.4287,标准差高达0.0772,其
中新疆政府治理能力发展水平远高于其他11个省

份,青海、广西、甘肃、贵州、云南和西藏6省的政府

治理能力发展水平低于平均水平。
从能力体系的5大治理维度分析,新疆2010年

的政治治理能力、经济治理能力、社会治理能力、文
化治理能力、生态治理能力方面的发展水平均高于

平均水平,5大治理维度发展水平指数居于前4位

(政治治理能力位列第2,经济治理能力位列第3,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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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2010—2019年西部地区12个省份政府治理能力发展水平指数

省份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内蒙古 0.4648 0.4549 0.4481 0.4668 0.4527 0.4297 0.4088 0.4203 0.4467 0.4128
广西 0.3627 0.3390 0.3119 0.3408 0.3704 0.3499 0.3606 0.3438 0.3544 0.3736
重庆 0.5099 0.5175 0.5018 0.4813 0.4782 0.5171 0.5153 0.4593 0.5139 0.4625
四川 0.4921 0.4984 0.4642 0.5200 0.4399 0.4800 0.4891 0.4823 0.5201 0.4829
贵州 0.3425 0.3998 0.3766 0.4151 0.4110 0.3679 0.3700 0.3456 0.3765 0.3942
云南 0.3398 0.3508 0.3824 0.4365 0.3435 0.3777 0.3793 0.4092 0.4193 0.3763
西藏 0.3352 0.3958 0.4729 0.4061 0.4390 0.4379 0.4330 0.3979 0.3773 0.4392
陕西 0.5177 0.5177 0.4737 0.5228 0.4350 0.4721 0.4436 0.5012 0.5379 0.4844
甘肃 0.3625 0.3513 0.2945 0.3539 0.3379 0.3414 0.3497 0.3469 0.3997 0.3218
青海 0.3988 0.3465 0.3469 0.3756 0.3873 0.3818 0.3631 0.3113 0.3573 0.3366
宁夏 0.4586 0.4061 0.3759 0.4435 0.4240 0.4018 0.3843 0.4337 0.4551 0.3361
新疆 0.5594 0.5027 0.4174 0.4590 0.4103 0.3697 0.3903 0.4332 0.4356 0.3493
均值 0.4287 0.4234 0.4055 0.4351 0.4108 0.4106 0.4072 0.4071 0.4328 0.3975

标准差 0.0772 0.0682 0.0649 0.0570 0.0416 0.0540 0.0507 0.0574 0.0615 0.0560

会治理能力位列第1,文化治理能力和生态治理能

力并列第4),这就使得新疆政府治理能力发展水平

处于领先地位;青海在2010年的政治治理能力、经
济治理能力、文化治理能力和生态治理能力方面均

落后于平均水平,但社会治理能力的发展水平指数

均位列第3;广西在2010年的政治治理能力、经济

治理能力、社会治理能力、文化治理能力方面的发

展水平均落后于平均水平,尤其是政治治理能力发

展水平指数在12个省份中处于末尾,但生态治理能

力发展水平指数位列第3;甘肃在2010年的5大治

理维度发展水平指数均落后于平均水平;贵州在

2010年除政治治理能力发展水平指数略高于平均

值外,其余4大治理维度发展水平指数均落后于平

均值;同样地,云南在2010年也仅有政治治理能力

发展水平指数略高于平均值,其余4大治理维度发

展水平指数明显低于平均值,尤其是社会治理发展

水平指数排名末位,并且政治治理能力发展水平指

数也仅位列第6;西藏在2010年除社会治理能力高

于平均水平外,其余4大治理维度的发展水平指数

均落后于平均值,且排名均处于落后位置。
2)2019年西部地区12个省份政府治理能力的

空间分布演化

西部地区12个省份在2019年的政府治理能力

发展水平也存在差异,但梯度差距明显缩小。在

2019年的政府治理能力发展水平指数排名中新疆

沦落为第9,发展水平指数仅为0.3493,其余11个

省份的政府治理能力发展水平由高到低排名依次

为:陕西(0.4844)、四川(0.4829)、重庆(0.4625)、
西藏(0.4392)、内蒙古(0.4128)、贵州(0.3942)、
云南(0.3763)、广西(0.3736)、青海(0.3366)、宁
夏(0.3361)、甘肃(0.3218)。

2019年西部地区12个省份的政府治理能力发

展水平指数均值为0.3975,标准差为0.0560,表明

相较于2010年,2019年12个省份的政府治理能力

发展水平省际差异缩小,但总体上政府治理能力发

展水平不高,多数省份的政府治理能力发展水平出

现降低的现象,其中,贵州、云南、广西、新疆、青海、
宁夏和甘肃7省的政府治理能力发展水平低于平均

水平。
从能力体系的5大治理维度分析,陕西省2019年

的政治治理能力和文化治理能力的发展水平指数

位居首位,因而整体提高了陕西省的政府治理能力

发展水平;贵州省2019年的政府治理能力发展水平

略低于平均水平,其中,经济治理能力、文化治理能

力均落后于平均水平,对比2010年,贵州省经济治

理能力发展水平在12个省份中的排名由第9名降

至第11名,但社会治理能力发展水平指数和生态治

理发展水平指数大幅提升,在12个省份的排名中,
相比于2010年,分别由第11名上升到了第3名和

第12名上升到了第1名;云南在2019年社会治理

能力、文化治理能力方面的发展水平均落后于平均

水平,对比2010年,政治治理能力、经济治理能力和

生态治理能力的发展水平有所提高,但社会治理能

力发展水平指数的排名保持着末位的状态;广西在

2019年的政治治理能力、社会治理能力、文化治理

能力方面的发展水平均落后于平均水平,对比

2010年,虽然广西在经济治理能力、社会治理能力

和文化治理能力方面的发展水平有所提升,但政治

治理能力和文化治理能力的发展水平指数在12个

省份中的排名依然保持不变,分别为第12名和第

6名,而生态治理能力的发展水平在12个省份中的

排名则出现大幅降低,由第3名降至第7名;新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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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除政治治理能力发展水平略微高于平均水

平外,其他4大治理维度发展水平指数均落后于平

均值,社会治理能力发展水平在12个省份的排名中

由2010年的第1名降至2019年的第6名,文化治

理能力和生态治理能力的发展水平分别由2010年

的并列第4名降至2019年的第10名、第11名;青
海2019年的社会治理能力发展水平指数相较于

2010年在12个省份中的排名提升至第2的位置,
其余4大治理维度的排名均处于末尾位置,对比

2010年,5大治理维度的发展水平指数均有不同程

度的降低;宁夏在2019年除生态治理能力发展水平

指数高于平均值外,其余4大治理维度发展水平均

落后于平均水平,对比2010年,政治治理能力发展

水平在12个省份中的排名保持不变,为第11名,经
济治理能力发展水平指数的排名由第2名降至第

9名;2019年甘肃省的社会治理能力发展水平指数

在12省份中的排名相较于2010年,由第8名降至

第11名,在生态治理能力方面的发展水平指数的排

名第12名,除文化治理能力发展水平高于平均水平

外,政治治理能力发展水平和经济治理能力发展水

平明显落后于平均值。广西政府治理能力发展水

平较低,其原因可能是在西部地区12个省份中,广
西人口较多,自2010年起年末常住人口数位居

12个省份第2,这就使得2019年广西地区生产总值

虽排名第5,但人均GDP排名第11;医疗卫生(卫生

健康)支出虽排名第3,但人均医疗卫生支出排名第

11;医院、卫生院病床总数虽排名第3,但每千人拥

有医院、卫生院病床数排名第11;医生总数虽排名

第2,但每千人拥有医生数排名第12;医院、卫生院

数量虽排名第7,但每万人拥有医院、卫生院数量排

名第12。
对比10年间西部地区12个省份的政府治理能

力发展水平,12个省份之间的省际差异逐渐缩小,
但是多数省份的政府治理能力发展水平逐年降低,
因此,初步得出结论:从空间演变角度看,西部地区

政府治理能力发展水平整体较低。
4.2.2 西部地区12个省份政府治理能力发展水平

的空间格局分布

为了直观显示西部地区12个省份政府治理能

力发展水平时空格局分布,基于12个省份政府治理

能力发展水平指数,对西部地区12个省份的政府治

理能力发展水平进行等级梯度划分,划分等级梯度

基础依据是ArcGIS10.2软件中的“自然断点法”,
并结合省份实际发展情况和省际政府治理能力水

平发展程度,将西部地区12个省份政府治理能力发

展水平分为高水平(大于0.500)、较高水平(小于等

于0.500且大于0.450)、中等水平(小于等于0.450
且大于0.400)、较低水平(小于等于0.400且大于

0.350)和低水平(小于等于0.350),分列为5个梯

队,使其呈现客观科学性。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对

政府治理能力发展水平时空差异演化研究尚属探

索,对西部地区12个省份政府治理能力发展水平等

级梯度的划分仅有相对意义。
2010年,西部地区12个省份的政府治理能力

发展水平在空间分布上整体大致呈现“均匀分布”
的层次格局,除未出现中等水平型政府治理能力的

省份外,其余发展水平层次的省份数量均等。具体

是,政府治理能力发展高水平的第1梯队省份数量

3个,分别是新疆、陕西和重庆;政府治理能力发展

较高水平的第2梯队省份数量3个,分别为四川、内
蒙古和宁夏;政府治理能力发展较低水平的第4梯

队省份数量3个,分别是广西、甘肃和青海;剩余

3个省份政府治理能力发展水平均处于较低状态,
属于第5梯队。
2013年,西部地区12个省份的政府治理能力

发展水平空间分布上整体大致转变为“橄榄型”的
层次格局,形成“两头大、中间小”的空间格局,第1、
第4、第5梯队的省份数量减少,第2梯队的省份数

量保持不变,新出现第3梯队。具体是,原本属于第

5梯队云南、贵州和西藏的政府治理能力发展水平

不断提升,步入第3梯队,导致第5梯队的省份数量

大幅减少;宁夏退出第2梯队进入第3梯队;陕西和

四川位列政府治理能力发展水平的第1梯队;受限

于自然条件限制的青海和甘肃仍处于第4梯队,广
西退出第4梯队进入第5梯队。由此看出,政府治

理能力水平发展态势逐渐显现空间相关性。
2016年,西部地区12个省份的政府治理能力

发展水平空间分布的“橄榄型”格局层次日益明显,
第1、第2梯队的省份数量不断减少,第4梯队的省

份数量不断增加。具体是,第1梯队和第2梯队的省

份数量各为1个,分别是重庆和四川;陕西和内蒙古

分别由2013年的第1梯队和第2梯队退出,进入第3
梯队;原本属于第2、第3梯队的少数省份进入第4
梯队,第4梯队的省份数量大幅增加,由2013年的

2个增加至6个,第3、第4梯队的省份数量合计占

比达75%;仅有位于西北干旱区域的甘肃省沦为政

府治理能力发展低水平的第5梯队。
2019年,西部地区12个省份的政府治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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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水平空间分布总体上呈现为“均匀分布”层次

格局。2019年暂无省份进入第1梯队,第2梯队的

省份数量由2016年的1个新增至3个,陕西和重庆

分别退出第3梯队和第1梯队进入第2梯队,第3梯

队的省份由2016年的陕西、西藏、内蒙古减少为仅

剩西藏和内蒙古;第5梯队新加入原本属于第4梯

队的新疆、宁夏和青海;第4梯队的省份数量剩

3个,分别是贵州、云南和广西;第5梯队的省份数

量有4个。总之,西部地区12个省份的政府治理能

力发展水平空间分布大致形成“西南高、西北低”的
空间格局,省际差距逐渐缩小。

5 结论与建议
从国家统筹推动区域战略发展进阶新时期,加

快西部地区形成新格局的视角,基于政治稳定、经
济发展、社会进步、文化繁荣、生态良好的“五位一

体”经济社会发展布局,构建了包含政治、经济、社
会、文化、生态在内的5大治理能力维度的西部地区

政府治理能力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

对2010—2019年的西部地区12个省份政府治理能

力发展水平进行测算,从时空差异演变的二维角度

分析了西部地区整体的以及12个省份的政府治理

能力发展水平。
(1)从时序演变来看,2015—2019年西部地区

12个省份的政府治理能力水平呈现总体持续平稳

上升态势;从空间格局演化来看,整体上西南部省

份的政府治理能力水平明显高于西北部省份的政

府治理能力水平,12个省份之间的省际差异逐渐缩

小,但是多数省份的政府治理能力发展水平逐年降

低,区域间呈现空间聚集效应。总体而言,从时空

差异演变角度看,西部地区政府治理能力发展水平

整体较低。
(2)总体来看,西部地区整体的政府治理能力

具有潜在的持续改善趋势,整体发展水平较好。
2015—2019年政治治理能力呈现小幅波动;经济治

理能力处于强势提升地位,5年间经济治理能力与

政府治理能力发展水平的变化基本保持一致,总体

上呈现逐年提升趋势;社会治理能力发展水平仅次

于经济治理能力发展水平,5年间保持较大提升态

势;文化治理能力发展整体呈现增长趋势,除在

2018年出现短暂降低外,5年间保持持续增长态

势;生态治理能力发展水平指数虽有波动,但总体

上呈现增长趋势。
为进一步提升西部地区政府治理能力,推进西

部大开发战略形成新格局,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1)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构建生态治理赋能机

制。生态治理能力是西部地区政府治理能力的核

心构成要素,其水平不仅直接影响区域政治运行效

率与行政成本控制,更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可持续

性具有决定性作用。将生态治理能力提升纳入西

部地区各级政府治理能力建设的核心议程是实现

治理水平跃升的必然要求。一是聚焦关键生态系

统保护修复,以政策引导为抓手、科技驱动为支撑,
重点开展河流生态廊道构建、湖泊湿地功能恢复、
草原退化治理、冰川冻土保护等专项行动,维护区

域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与稳定性。二是推进人居环

境生态化改造,将宜居性作为生态建设的重要导

向,强化人居环境污染综合治理。一方面,严格执

行“三废”(废水、废气、固体废物)排放标准,建立跨

区域污染联防联控机制,从源头遏制污染物排放;
另一方面,加大对县乡级生活污物治理设施的财政

投入与技术支持,推动生活污水、生活垃圾处理设

施全覆盖与标准化运营,以生态绿色为底色,夯实

高质量发展的环境基础。
(2)统筹区域协同发展,推动治理能力一体化

跃升。西部地区内部治理水平的不均衡性,已成为

制约整体治理能力提升的关键瓶颈,需以区域协同

发展为纽带,打破行政壁垒,实现治理资源的优化

配置与治理效能的整体提升。一是强化基础设施

与公共服务协同,各级政府应将经济建设与公共服

务保障相结合,加快跨区域交通、能源、信息等基础

设施互联互通,同时以生态治理、经济治理为重点

领域,建立区域统一的公共安全防控体系与公共服

务标准,在保障区域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上,提升

人民生活品质,填补治理“凹陷区”。二是构建治理

能力辐射带动机制,充分发挥治理水平较高省区的

“领头雁”作用,建立“强省带弱省”的协同治理机

制,通过搭建治理经验交流平台、开展跨区域联合

治理实践、共享治理技术与人才资源等方式,推动

低值省区治理能力的针对性提升,逐步缩小区域治

理差距,实现西部地区政府治理能力的一体化发展。
(3)优化治理体系结构,实现治理能力均衡配

置。政府治理能力体系的结构性失衡,是导致西部

地区治理效能不足的深层原因,需从长远视角出

发,通过资源优化配置与能力精准提升,构建协调

均衡的治理能力体系。一是强化多领域治理资源

开发,各级政府应打破“重经济、轻社会生态”的治

理惯性,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加大对文化治理、
社会治理、生态治理等领域的资源投入,推动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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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在各领域的均衡分配,破解治理体系结构失衡

问题。二是建立目标导向的能力提升机制,以政府

治理的基本发展目标为指引,结合区域资源禀赋与

发展需求,制定差异化的治理能力提升方案,在生

态敏感区域重点强化生态治理能力,在经济欠发达

区域重点提升经济服务与民生保障能力,通过“靶
向式”提升,实现治理能力与区域需求的精准匹配,
在发挥治理体系整体效益的同时,进一步缩小区域

间治理能力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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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o-temporalEvolutionCharacteristicsofGovernmentGovernanceCapacityin
WesternChina

ZHANGChengcheng
(InstituteofCommunityfortheChineseNation,XizangUniversity,Lhasa850000,China)

Abstract:Governmentgovernancecapacityisanimportantcomponentofbuildingamoderngovernancesysteminthewesternregion.To
promotetheformationofanewpatternofthewesterndevelopmentstrategy,itisnecessarytoconductscientificresearchonthespatio-temporal
evolutionofgovernmentgovernancecapacityinthewesternregion.Thestudyconstructedanevaluationindexsystemofgovernmentgovernance
capacityinthewesternregionfromfivemajoraspectscoveringgovernmentgovernancecapacity,namelypolitics,economy,society,cultureand
ecology,whichincludes14secondaryindicatorsand46tertiaryindicators.Theentropymethodwasusedtomeasurethegovernmentgovernance
capacityof12provincesinthewesternregionfrom2010to2019,andthespatio-temporalevolutioncharacteristicswereinvestigatedbasedon
themeasurementresults.Theresearchfindingsshowthatthedevelopmentlevelofgovernmentgovernancecapacityinvariousprovincesinthe
westernregionsignificantlyimprovedfrom2010to2011,showedslightfluctuationsfrom2012to2015,basicallymaintainedasteady
improvementfrom2016to2019,andenteredasignificantimprovementcyclein2017.Theoveralldevelopmentlevelslightlydecreasedin2013
andhassignificantlyimprovedsince2015,witharelativelyfastoveralldevelopmentlevel.Overthepasttenyears,thecapacitylevelsofthefive
majorgovernancedimensionshaveallbeenenhancedandimprovedtovaryingdegrees.Thedevelopmentlevelofgovernmentgovernance
capacityinthewesternregionbasicallyshowsaspatialpatternof“highinthesouthwestandlowinthenorthwest”,buttheinter-provincialgap
hasbeennarrowingyearbyyear.
Keywords:westernregion;newpattern;governmentgovernancecapacity;spatio-temporal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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